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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视角的提出

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是志愿服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和创新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对我国志愿

服务体系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综观关于我国志愿服务记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证研究范畴，缺乏

理论性支撑。有学者在分析中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现状后，就其发展中的困难，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建议[1]；也有学者从法学角度，针砭志愿服务法律基础的缺憾，并尝试提出志愿服务立法的现实对策[2]；

还有学者从社区志愿者组织的视角出发，分析志愿服务记录对于社区志愿者的激励作用[3]。然而依照

某一特定理论研究我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成果却并不多见。本文在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这一议题中

引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并用该理论阐释当下我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现状与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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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研究中一种比较新的理论，是对传统政治学制度研

究的继承以及对“行为主义革命”的反思后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1]。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不同于其他新制度主义流派，它假定了个人理性因素的存在，并试图说明制度在个体理性选择中的规

范功能。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规范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制度规范的出现，理性个体的行为会

导致集体的非理性[2]。

目前，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还处于建构过程中，而地方性志愿服务实践却早已开展。在没有

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规范的情况下，早期地方性志愿服务实践产生了一系列不良结果：多部门

的“重叠”管理、信息系统的重复性建设、信息记录的差异标准等。制度及其规制力的形成并非一

蹴而就，而是一个与制度内各行为主体持续调适的过程。全国性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与地方志愿服务记录的实践存在着实在性的互动，包括冲突、调适与合作。制度能够产生某种具有

预见性和规范性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在既定境况下有益于所有的参与者[3]。同时，一项制度既要适

应当下社会的实际情况，又要能为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保障。因此，中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应是具

有预见性的发展型制度安排。在制度设计过程中，首先应以早期地方性志愿服务记录实践经验为

参考，规避其中的不足和缺陷；其次是分析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与地方志愿服务记录实践可能出

现的互动结果，设计具有预见性的制度通道，实现二者的有效融合；最后，从具体制度的操作和设计

出发，制定发展型的制度架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视角侧重对制度的设计与操作，并将此作为理解制度本质与行为的方

法[4]。因而，本文选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视角，对中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现状进行解析，并尝试提

出中国发展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建构路径。

二、地方性志愿服务记录实践中的缺陷

在我国，地方性志愿服务记录的实践早于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产生，在缺乏全国性制度规范

的情况下，早期的地方性实践具有开放性与创新性的特征，同样也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因此，全国

性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构建过程，必须以考察地方性志愿服务记录的实践为前提，从中汲取合乎制度

设计的方面，并努力规避其缺陷。

1. 地方性志愿服务法制的“薄弱”现状

总起来说，地方性志愿服务法规的制定进程滞后于地方志愿服务实践的步伐。同时，在无更高位

法依据的前提下，早期地方出于“避错”考量，在制定地方性志愿服务法规时普遍采取含糊其辞、避重

就轻的策略，这导致了相关法规在具体实践中出现了操作性不强和规制力受限的问题。

早期，地方上虽然制定了志愿服务的相关条例，但其内容的规范性与严格的法律行文相去甚远，

这反映了我国早期地方志愿服务记录法规制度建设的不足。地方性志愿服务条例与严格的法律条文

相比，呈现结构紊乱、内容含糊的情形[5]。在笔者统计的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志愿服务条例》中

[1]黄新华：《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当代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述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2][4]﹝美﹞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向民、段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50-51页，第51页。

[3]﹝美﹞彼得·豪尔、﹝美﹞罗斯玛丽·泰勒、何俊智：《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
年第5期。

[5]田思源：《我国志愿服务立法的现状及构想》，﹝北京﹞《法学》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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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内容未独立成章的就有 11个，且主要分布在早期[1]。另外，在早期的地方性志愿服务条例

中，含“促进”字样的条款内容上十分模糊。该类型条款既无法律要件，又无明确规定，与严格的法律

条文格格不入[2]。

地方性志愿服务条例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是比较稀缺的，甚至可以说地方性志愿服务条例

是关于法律责任规定最少的一部法规 [3]。在已统计的 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志愿服务条例中，法

律责任条款平均为三条，且峰值不超过五条（见图 1）。内容方面，其仅有的法律责任条款内容仍旧

含糊，依此既无法判断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不能以此作为标准判罚定罪。例如《山西省志愿

服务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私分、挪用志愿服务经费、物资的，按照有关规

定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缺乏更高位法依据的情形下，我国地方志愿服务

条例的制定普遍出现了回避法律责任规定的现象。总之，我国早期地方性志愿服务条例因缺乏法

律责任的规定，其规制效力亦十分有限。

可以说，“紊乱的结构、含糊的内容、稀缺的法律责任规定”是我国早期地方性志愿服务法规制定

中存在普遍的问题。志愿服务记录工作是志愿服务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地方性志愿服务制度建设

的不足，给地方志愿服务记录实践与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

2. 地方性志愿服务记录管理的“争权”后果

志愿服务记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其管理部门也相对较多。自2012年起，共青团中央、中央文

明办、教育部、中宣部、财政部、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以及国务院均有涉及志愿服务记录内容

的意见和办法出台（见图2）。随着志愿服务日渐受到重视，地方的志愿服务实践也纷纷开展。早期

的地方性志愿服务实践处于分散化、碎片化的状态，在缺乏制度规范与合作机制的情形下，积极行动

的地方各部门之间容易产生竞争、割裂、甚至互相阻碍。例如，地方出于志愿服务管理需求，尝试建立

相应的志愿服务记录系统，以此助益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然而，在缺乏沟通与协调的情况下，各地

区文明办、民政、团委等单位都可能建立自己的志愿服务记录系统，这极易导致资源分割与资源浪费

[1]图中横坐标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左到右的顺序对应其志愿服务条例颁布的时间。此外，为便于志愿服务条例

“分章节”可视化，以数值“0”和“1”分别替代“否”和“是”。2009年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颁布之前，未分章节的志愿服务

条例有10个。

[2]田思源：《我国志愿服务立法的现状及构想》，〔北京〕《法学》2008年第5期。

[3]肖金明、龙晓杰.：《志愿服务立法基本概念分析——侧重于志愿服务、志愿者与志愿服务组织概念界定》，〔杭州〕

《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

图1 2001—2016年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志愿服务条例分章及法律责任数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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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2]。目前，我国的地方性志愿服务记录工作在跨部门、跨区域的实践中还存在多部门“交叉”管

理、系统建设与财政资金错位、信息记录多标准和认定困难等问题[3]。究其根源，因志愿服务管理工作

的范围本身超越了单个部门的事权，在多方协作机制尚不成熟情况下，其结果极易走向消极，即产生

主体间“事权”“财权”的竞争、割裂。在2015年民政部推动志愿服务信息化、标准化建设过程中，事权

和财权错位使各地方志愿服务记录系统建设难以得到财政支持[4]。可见，各部门在给予志愿服务更多

关注和支持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消极的影响。因此，制度的设计必须分析制度内的行动主体，并制定

出一套或数套的规则和规范，使之能够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5]。

3. 地方性志愿服务记录实践的“割裂”现实

在中央多部门提出建立和完善志愿服务体系的要求后，各地区积极响应，并陆续开展了一些

各具特色的实践 [6]。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志愿服务制度尚处于建构之中，志愿服务的规范

化程度较低。在我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形下，地方志愿服务记录实践呈现出分散

化、脱节化，甚至是割裂化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志愿服务信息标准不一、认定困难，以及社会组织

管理脱节等情形。

志愿服务记录本身并无实质区别，但不同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可能由不同的主管单位发起，这使

相关志愿服务政策导向、志愿服务主体认定、志愿服务基本原则、志愿服务内容的规定等方面存在差

异。例如“文化”“学生”志愿服务管理规定中就明确了相异的主体资格。类似的情形成为志愿服务

记录认定、共享的障碍[7]。此外，直到2015年民政部颁布《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才统一了志

[1]系笔者整理，其中依据政策文本重要程度标注“*”，最重要为“***”、重要为“**”、一般为“*”。另因表格清晰需

要，“2015年8月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四家单位颁布的《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与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八家单位颁布

的《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的单位与政策连线并未标出。

[2]谭建光：《志愿服务记录亟须顶层制度设计》，﹝北京﹞《中国社会工作》2012年第18期。

[3][4]李德华：《志愿服务记录制度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国社会工作》2012年第18期。

[5]David Dequech,“Bounded Rationality, Institutions and Uncertaint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1.35(2), pp.11-29.
[6]谭建光：《如何建设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北京﹞《中国社会工作》2010年第6期。

[7]肖金明：《志愿服务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8期。

图2 2012—2017年中央部门单位颁布志愿服务记录政策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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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信息化标准，这为各地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系统运维人员提供了管理和技术参考[1]。在长

期的地方志愿服务实践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志愿活动、不同系统的志愿服务记录实际上出现了“割

裂”，这成为之后志愿服务信息认定、志愿服务信息整合的障碍。

不仅如此，社会组织志愿服务信息管理与地方志愿服务信息管理之间也出现了不协调的问题。

志愿服务记录是社会组织管理志愿者的重要手段，各社会组织为方便、有效管理志愿服务信息，往往

先于地方政府建立自己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在地方性志愿服务系统尚未建立和成熟之前，社会组

织大多对更换系统秉持观望态度，因为早期志愿信息记录系统兼容性低，数据资料转移、合并工作量

极重，且受碍于志愿者“用户习惯”，更换系统成为社会志愿服务组织较为慎重和次优的选择。因而，

大多数地方性志愿服务信息系统脱离于社会组织志愿服务信息记录，呈现分离而不干扰的境况。

良性的制度能够让制度内的参与者获益，而制度形成过程则可能影响、甚至损害参与者的利益。

早期“割裂”的地方记录实践，在现时性的改变不能给各参与主体带来显性收益的情形下，其必然会成

为制度推行和实施可预见的障碍。因而，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已有实践中出现的障碍及不足，以便提

出具有预见性的制度构思。

三、全国性志愿服务记录制度与地方实践的互动

全国性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构建，不仅要规避地方志愿服务记录实践中的缺陷，还须考虑制度与

实践之间可能的互动，只有清晰理解两者冲突、调适、合作背后的原因，才有可能设计出两者相互吸纳

及融合的路径。

1. 制度变迁的成本压力

制度建设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早期的制度因不能有效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故而对理性个

体参与制度的影响微乎其微。同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转制成本，此成本压力却为新制度

的构建和推行设置了障碍。割裂的地方志愿服务记录实践深刻影响着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构

建。在地方志愿服务记录实践被纳入全国性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构建考量的过程中，其举措将被“统一

尺码”式地删减或保留，这势必会引起地方实践与中央政策的不适配问题。

直到2015年《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正式颁布，全国性志愿服务信息记录才得到重视，全

国性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搭建才得以提上议程。然而，地方性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早在2013年就有地方

建立并使用[2]，有社会组织早在2006年就通过BBS进行志愿者信息管理[3]。在新政策开始推行后，全

国性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必将取代地方性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以及社会组织的信息管理方式。而早期

投入大量资金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是否就此废弃以及多年志愿服务信息如何“搬家”的问题，都将直

接影响全国性志愿服务信息平台的推广。

同样，因志愿者具有一定的“用户习惯”，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推广过程中，用户学习成本压

力将被传导至最末端的社团或社会组织，在仅靠政策宣传和倡导的情况下，全国性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的推广将缺乏动力。

2. 规则调适的持续过程

全国性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构建并不能一蹴而就，个体对制度的认知、理解和执行也将是一个长

[1]《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5年7月22日批。

[2]苏州志愿者智慧云服务平台上线于2013年8月8日正式上线启用。

[3]2004年苏州市小红帽义工协会成立，其前身为“苏州公益网”，自2006年起该协会就开始使用BBS论坛发布志愿

活动信息及记录志愿服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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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持续的过程。从制度的角度看，规则的调适是持续不断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绝大多数个体

将逐步适应规则的调适。因此，在全国性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建构的过程中，需要给予其足够的调适时

间和调适空间。

分散的地方志愿服务记录管理极易导致职权交叉和重叠现象，进而造成资源分割与资源浪费。

目前，我国志愿服务并无限定性的主管单位，在地方志愿服务记录实践中，八家单位[1]的影响十分普遍

（见图2）。例如，2012年民政部出台的《志愿服务记录办法》、2013年共青团中央出台《中国注册志愿

者管理办法》以及2014年中央文明办的《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都尝试对志愿服务的内

容和发展做出建议和规划，但到了地方志愿服务记录的实践中，其中交叉重叠的部分就成为模糊地

带，致使管理混乱的发生。

随着志愿服务管理单位之间互动的开始，早期的多单位权责混乱的情况在发生着改变。2015年

四家单位联合发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2016年八家单位共同发布《关于支持和

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便是例证。在2016年的八家单位中，还首次出现了中宣部、财政部、全国

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他们的参与将有助于志愿服务工作的跨部门合作。实际上，这样的权责调

适还将持续发生，只有多个主体在志愿服务领域形成有效的多方合作机制，才能最终实现志愿服务记

录制度构建的良性发展。

3. 潜在的正向外部性

制度能够产生某种预见性和规范性的结果，这些预见和规范在既定境况下有益于所有的参与

者。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构建，具体包括“国家战略”“法规政策”“信息系统”“监督机制”“国际标

准”等一系列要求[2]，如能实现，将最终助益志愿服务的发展，参与其中的志愿者、社会组织、主管单位

也都将获益。而那些不直接参与组织进程的社会活动者，他们可能会被清除出最终决策的范围[3]。实

际上，制度本身就是壁垒，它首先保护参与制度之中的行为主体；同样在制度内部有着一套系统的规

则，这制约着参与其中的行为主体及其竞争对手[4]。

当行动主体清晰了解参与制度将获取更大效益时，他们将会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融入。制度本

身的正向外部性将作为个体参与、制度调适、克服制度压力的核心动力，进而推动制度的自我调适和

发展。因而，全国性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发展有其核心的动力源，这能够持续推动行为主体的参与以

及制度的不断调适，并最终实现制度的完善及其机制的良性运作。

四、中国发展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建构路径

志愿服务在当前我国社会中面临着国家与个体、理论与行动相脱节的单向度发展困境，这阻碍了

现代志愿服务的发展[5]。全国性的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构建亟须一定的理论支撑，而理性选择制度主

义恰能作为其制度构建的内在基础，并助益该制度的运用及优化。当下中国志愿服务记录的实践表

明，我国志愿服务记录工作亟须制定一套能够引导积极行为与制约消极行为的制度框架，以达到规范

[1]参与过志愿服务政策倡导和制定的八家单位分别是：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中宣部、

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

[2]谭建光：《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十大趋势分析》，〔广州〕《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美﹞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向民、段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版，第50-51页。

[4]R.E. Goodin and H.-D. Klingemann，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6.
[5]辛华、杨义凤：《志愿服务的发展与创新:互惠、反思和规范——美国服务学习制度的启示》，﹝北京﹞《新视野》2016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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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实现制度效益最大化的结果。

1. 厘清管理权责，建立决策规则

由于志愿服务多年的发展以及志愿服务相关管理单位之间的互动，我国志愿服务各主管单位在

相关业务管理上趋于协商合作。然而，各单位在志愿服务管理上负有何种权责的问题依旧存在。多

头管理的现状，势必会导致志愿服务政策的交叉重叠、志愿服务资源的重复投入以及志愿服务管理的

分散。为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厘清志愿服务记录相关主管单位的权责，具体而言就是要及时改变当前

志愿服务多头管理的现状，采取由某单一部门专门管理的举措。当然，单一部门管理志愿服务，并不

意味着其他部门无权或是不能参与志愿服务信息记录的标准制定、信息管理、信息监管。因各部门本

身即是志愿服务信息记录工作的服务对象，它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参与志愿服务信息记录的制度建设。

此外，不同部门还可以结合各自领域，在专门信息记录标准上做出特别规定。例如，2016年文化部关于

文化领域的志愿服务特别制订了《文化志愿服务管理办法》。围绕着志愿服务的主要内容，不同部门

可以结合各自领域，丰富志愿服务主题、扩大志愿服务范围，进而推动志愿服务信息记录一体化建设。

2. 设置补偿机制，缓解“转制”压力

不惟“建制”，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将来的推广也会存在一定的阻碍，即“转制”过程造成的成本

压力。社会组织、地方政府部门，因其早期大量的成本投入、长期积累的信息数据和稳定的用户习惯，

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推广起到阻碍作用。在统一的志愿服务记录系统推行运

用阶段之前，各地早已建立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如何处理？长期志愿服务信息如何认定、转换、导入？

志愿者稳定的用户习惯如何培养？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良好解答关系到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形成

和推广。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推行，并非只是出台一项信息标准、打造一个统一平台，它还需要配

套性的制度设计。比如，“转制”成本需要被进一步考察和认定，其中涉及的相关主体应获得必要的成

本补偿。只有在充分考虑各主体相关利益的基础上，设计一套志愿服务记录成本补偿措施，才能有效

缓解其排斥情绪和行为，顺利推行志愿服务记录制度。

3. 规制消极行为，形成制度约束

目前，我国志愿服务记录的相关监管机制尚不健全，这使得制度对消极志愿服务行为的约束极为

有限。当前志愿服务信息的录入工作主要是由各个社会组织自行完成，信息录入后在一定时间内被

报送至本地区志愿者总会。本地区志愿者总会会根据各社会组织发布的活动情况，随机参与该组织

举办的志愿服务活动，考核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在社会组织井喷发展的今天，志愿者总会难以对各社

会组织做到严格监管。尽管现行的《志愿服务条例》[1]在“法律责任”一章内对消极志愿服务行为作了

相应规定，但在实际的识别、取证、处罚上仍存在难题。打击消极志愿服务记录行为不应仅局限于事

后处罚，要通过公开部分志愿服务信息记录，引入社会监管；制定志愿服务记录认定标准，纳入个人信

用体系；建立虚假志愿证明追责机制等手段，规制消极志愿服务记录行为，确保志愿服务信息记录的

真实性，推动志愿服务良性发展。

4. 创新信息使用，激励正向行为

志愿服务激励政策作为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配套性政策，需要得到进一步丰富和落实。志愿服

务激励政策的实施可以由多个部门和单位联合，从精神和物质层面予以褒奖。目前，每年各地方志愿

者总会在汇总个人当年度的志愿服务时间，加总往年志愿服务时间后，都会公布相应星级志愿者名

单，并颁发相关荣誉证书或给予不同的物质奖励。除了传统的星级志愿者评定，有地区还创新建立

[1]《志愿服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685号令（2017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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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银行”制度、市民信用“桂花分”制度。其中苏州的市民信用“桂花分”制度的创新尤为突出，它将

志愿服务时间纳入苏州市民社会信用体系中，规定凡认定为星级志愿者的市民将获得信用加分；新市

民也将按照不同星级获得额外加分，为其入户、子女入学、就医提供积分依据[1]。“桂花分”的建立不仅

激励了本地市民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还为新市民的融入建立了良性的通道，是志愿服务时间运用的

创举。总之，各地方志愿者总会应以志愿服务记录为重要依据，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充分发挥志愿服务

记录的作用，激励参与志愿服务的爱心人士，不断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2]。

结 语

我国地方性志愿服务记录的实践早已有之，在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必须重视地

方性经验，吸纳其中合理、创新的内容和规避曾出现过的不良结果。在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推行过

程中，还需要慎重考量制度内多元主体早期投入产生的既定成本和形成的现实性障碍，努力通过配套

性制度设计予以规避、缓解和消除，以确保制度推行路径的通畅。中国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构建将是

一个长期持续调适的过程，制度的完善可能伴随着制度内容的调整、反复，因而我们需要做好长期打

算，报以坚定的信心。正如盖伊·彼得斯所指出：“成熟的制度能够有效规范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制约

不良行为的发生，最终使所有参与者都受益，也将助益于整个社会。”[3]中国发展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

的建构，必将助益于其中的各方主体，增益于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整体发展。

〔责任编辑：史拴拴〕

[1]《苏州市累计认定星级志愿者一万余名》，〔苏州〕《姑苏晚报》2017年3月2日。

[2]党秀云：《论志愿服务的常态化与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3期。

[3]﹝美﹞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向民、段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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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 Development-oriented Institu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Records in China

—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nal
Shi Congmei Huang Gang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records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volunteer service
institution that improvements and innovations in the institu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records is of positive sig⁃
nificance to the systemiza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in China. Currently, the study on the institution of volun⁃
teer service records in China is largely limited to empirical studies while few theoretic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at. The present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analyzes the
drawbacks in previous regional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adjustment and cooperation be⁃
tween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s of volunteer service records. Finally, by avoiding the defects and ob⁃
stacles in regional practice, the article suggests predictive path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evelop⁃
ment-oriented institu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records.

Keywords: development-oriented; institu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records;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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